
47网络文摘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 2022年2月18日

NEW WORLD TIMES

中国“适度人口”是多少？

对于一个拥有 14亿人口的国家，一年
增长 48万人口意味着什么？中国究竟应该
保持多大规模人口，或者说中国国土究竟能
够容纳多少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
2021年最新人口数据，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
人口数量相关话题的讨论。

实际上，这种“适度人口论”一直是人口
学界的长期争议，也是人口控制政策的理论
基石。从最初对“人口爆炸”的忧虑，到“3
亿”“8亿”等不同“适度人口”论证，再到生育
率走低后人口结构问题显现，学界对人口规
模的关注在逐渐淡化，对“适度人口论”的认
识也在不断调整，修正。

回望“适度人口论”在中国的变迁过程，
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人口现状的成因，并为
未来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凝聚共识。

1980年代：规模控制
“适度人口”理论的奠基者是英国经济

学家E.坎南。1888年，他在《初等政治经济
学》中认为，“适度人口”即是处于“最大收益
点”的人口规模。而该学说的理论源头，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但“最大收益点”的人口规模如何确
定？上世纪中期，技术革命和相对和平的国
际环境使得世界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
口出现空前增长，一些经济、社会学家也试
图论证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规模。这也成
为日后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理论基石。

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福格特在其著作
《生存之路》中提出，地球最大承载的人口规
模为 22亿 。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在其著
名的《人口爆炸》一书中认为，当时全世界人
口约 35亿人已达到极限，并预言未来即将
爆发全球性的人口过剩危机。

在中国，第一个提出适度人口规模的是
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上世纪 50年代，留
美归来的社会学博士孙本文从中国当时的
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出发，提出 8
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度的人口规模，此观点广
为流传。

中国的计划生育起步于 1960年代，但
在整个 1970年代，计生工作的手段被认为
是以“和风细雨”的倡导为主，而非强制。到
1970年代末，控制生育的观点逐渐成为主
流。

1978年，著名控制论专家宋健以控制论
方法预测中国人口走势。他们从淡水供应
来分析，认为中国淡水资源最多养活 6.5亿
人，从各类农产品增长和蛋白质供应标准预
测，中国到2050年最多容纳7.38亿人。

1980年，新华社评价其是“从自然科学
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方法对我国人
口发展问题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宋健
团队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撰文，主张
推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影响广泛，被认为
是独生子女政策落地的重要推手。

1980年，中央发布《关于控制人口增长
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成为独生
子女政策出台的标志。这封公开信还提出
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个目
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一方面要
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1980年召开的“十二
大”最终明确，到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
在12亿以内。

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回忆，有关部
门认识到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后来在表述上
已经开始有些变化，“比如把‘12亿以内’改

为‘12亿左右’”。
在 1983年出版的《人口学》中，梁中堂

认为，“适度人口论”是“抛开一定的社会生
产关系，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讨论人口发展
的，他们以为仅仅依靠人口的增加或减少，
就可以使国民收入得到提高，这本质上还是

‘人口决定论’。”
地球能养活多少人？
进入 1990年代后，控制人口规模作为

政策方向，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得到巩固。
这一时期，适度人口论仍受一些学者青睐，
但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研究得出的结论要
比1980年高出不少。

1990年，中国科学院发表《中国土地资
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中国
粮食最大总产量中，按人均占有 600公斤，
500公斤，400公斤的不同标准计算，人口承
载力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即从16.6亿到
13.8亿不等。

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
更替水平以下。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
育子女数。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左右
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低于更替水
平的生育率意味着，中国最终将进入人口负
增长的风险中。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人口仍处于持续增
长中，且在1995年达到12亿规模，低生育率
风险并未引起重视。

在世界上，有关人口爆炸、适度人口的
讨论仍不绝于耳。19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
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
中国？》，认为中国到 21世纪 30年代人口将
超过16亿，粮食缺口达3亿吨。这个惊悚的
结论引起国际舆论巨大反响。

1995年，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在其出版的
《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一书中，对截至当时学
者估算的 65个地球的最大人口容量值做了
个总结，提到这些数字存在巨大的差异，从
最低的不到10亿到最高的超过千亿。

中国的一些人口学者仍在论证一个适
合中国的人口规模。1996年，复旦大学经济
学教授朱国宏对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承载
力研究认为，中国最大承载力人口为16.6亿
人。1998年，人口学者袁建华等从人均淡水
资源估算得出结论，中国的适度人口为
11.45亿。

不过，一些人口学者已预感到，过度强
调对人口规模的控制，将让未来中国面临严
峻挑战。1997年，李建新在《人口研究》撰文
预测，21世纪中国人口总数在2020-2030年
代达到最大值，区间为 14.27亿至 15.12亿，
由于生育率掉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未
来会面临负增长风险。

李建新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被
认为是人口学者中继梁中堂、曾毅之后旗帜
鲜明地呼吁政策调整的学者。他告诉界面
新闻，1992年他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开始关
注人口问题，这篇论文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
分，此后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论证
2000年为最佳政策调整期，并和翟振武、李
小平等学者展开争论。

最近，他的这篇 25年前的论文被《文化
纵横》杂志重新发现，并引发关注。李建新
在文章中论证，人口结构的变化还会带来严
重老龄化问题，并预测 2020-2040年代中国
老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比重将超 20％，
2060年代将超25％，并继续增长。

李建新当时判断，2020年代以后，中国
将无法避免人口规模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的两难局面。彼时，他强烈建议“必须未雨
绸缪，改变那种片面强调人口数量对资源环
境压力、夸大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消极
的观点”，纠正“少生就是一切”和“中国人口
问题就是数量问题”的一边倒认识，尽快把
人口年龄结构调整纳入人口政策中，及时调
整当时严格“一孩”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不是贫穷的根源
进入新千年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

行，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人口问
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一认识
得到强化，并主导了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政策
的走向。不过，适度人口规模话题仍不时在
人口学界引发争议。

2002年，学术期刊《人口研究》以《中国
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为题，对该
问题进行探讨，不同学者的观点分歧仍然较
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认
为，中国的长远人口目标应该确定为：100年
后应力求降到 8亿，并力争达到更低水平，

“无论如何不应高于10亿，200年后降到3亿
左右的水平，至多不高于5亿。”

“8-10亿人口的中国，生活质量不可能
有多么美好；3-5亿的人口数量，人民生活和
山川景色才真正有可能‘令华夏子孙竟折腰
’。”他认为，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总和
生育率必须进一步迅速降低并长期保持下
去。在百年内，任何高于或等于更替水平的
生育率都是绝对不可取的。要实现 100年
以后8亿以内人口目标，总和生育率必须长
期保持在低于1.6的水平。

李建新则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
国不能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否则就
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翻版。追求减少人口
数量目标是割裂了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辨证
关系，完全低估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变化对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引
用了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
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
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
活水平。

“在目前的国情、国力和资源、环境条件
下，人口更少一些比人口多一些更有利于经
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刘爽当时认为。但她表示，证
明 200年后中国人口形势，对国家的生存与
发展是否适宜，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也不
应该在国家决策的视野范围内。在探讨人
口发展目标时，应小心地度量和谨慎的解
释。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
国的生育率为1.22，有学者认为这一结果存
在漏报，原国家计生委对外称修正后的数据
为1.8，这引起了学界的普遍担忧，并促使顾
宝昌、王丰等人口学者两次大规模建言。

2000年以后，网络的兴起让一些独立人
口研究者得以表达不同观点，特别是易富
贤、何亚福等人发表大量文章，对生育控制
政策提出多方面异议，影响广泛。新千年的
发展经验也在提醒人们，随着人口增长，人
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提高，
过去对“人口爆炸”的担忧，许多适度人口规
模的预测正在被推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
授陈卫认为，需要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可变的，甚至
是松弛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成是单纯正的或
单纯负的关系”。

他在 2009年撰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
中国的贫穷突出了中国人口规模的问题，但
是人口规模绝不是贫穷和落后的根源。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每年仍以平均 1500万
的速度增长，然而今天的生活水平比 30年
前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主
要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口总量减少了，而是因
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结果。

2010年，有媒体询问何亚福，中国保持
多少人口适度，何亚福回答：“每个家庭都有
一个适度人口，这个适度人口只应由这个家
庭来决定，只要每个家庭的人口都适度了，
那么全国人口的最佳数量也就达到了。”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逐渐改
变人们对中国人口规模的认识。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全国总人口为 13.4亿，虽然规模继续增
加，但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3.26%，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更让学界忧
虑的是，本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18，即便存在漏报，也足以引起重视。中
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当时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人口爆炸的引线已经拆除”。

2013年底，千呼万唤之下，“单独二孩”
政策终于出台。但学界并不满意，呼吁生育
政策调整的声音更加急切。2016年，全面二
孩政策实施。至此，人们对人口规模的担忧
开始减弱，而更多转为对人口结构，比如老
龄化、性别比等问题的关注上来。

近 10年来，因人均寿命增加和相对充
足的70后、80后育龄妇女，中国人口规模
仍在增加，但受制于生育率降低和育龄妇
女逐年减少，增长规模正在逐步放缓。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为
141260万人，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自
然增长率创有史以来新低。同时，65岁以
上老年人口第一次超过 14%，老龄化进一
步加剧。

“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年增加48
万人相当于零增长。”何亚福表示。此前“育
娲人口研究”对未来人口预测的“中方案”提
出，中国人口到2040年将降至13.45亿。

40年时间，人们对中国人口的认识，从
对“人口爆炸”的关注转为对人口萎缩的忧
虑，适度人口规模也再次被社会提及，不过
学界对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认识。

“‘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
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
给予准确结论。人口承载力也随着技术进
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
口。”恒大研究院原研究员熊柴表示。

回顾过去的种种适度人口预测，人口学
专家黄文政认为，尽管做研究的专家都是当
时的顶级专家，但其结论几乎都在现实面前
遭遇挫败，这说明对人口承载力的研究极为
复杂。

陈卫在十多年前就指出，人口容量研究
对中国的启示极其深刻，它揭示出关于地球
能养活多少人的争论将一直继续下去，“这
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不会有，将来也永远不会
有”。他认为，人口容量研究的真正价值不
在于容量的“值”，而在于其在启发人们认识
和指导人们行动中起到的作用。因此，中国
更应该关注如何制定各种人口政策，以协调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


